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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历史考察
———以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分合为中心

杨　勇

摘　要：汉代政治层面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存在“历史的”“六艺之科”与“思想的”“孔子之术”两条

主线。汉武帝前期以儒家化的察举制、五经博士学官为两大骨干建立了“尊儒”的制度基础，但武帝朝出现
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分离以至对立，并阻碍了民间儒者入仕。矛盾发展结果为武帝去世后盐铁会

议的召开，“六艺之科”更有与法家合流之势，产生“新秦政”，对“尊儒”提出重大挑战，但同时察举的民间儒

者通过会议走上政治舞台，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二者间的对立，标志着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进入新的阶段。

其后元帝、王莽时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虽不断试图融合，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。王莽政治以

极度标榜二者，事实上二者却极度分裂而结束。“六艺之科”重于“孔子之术”成为汉政的显著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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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汉武帝即位，一改汉初以来的“无为而治”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依托儒学创建文治政府，开
创了新的政治格局。这一论断自２０世纪初提出后产生重大影响，得到普遍认同，可以说是关于中国
历史最重要的论断之一。尽管部分学者提出异议甚至否定，如孙景坛认为“汉武帝‘罢黜百家，独尊
儒术’是个学术谎言”①。实事求是地讲，“独尊儒术”一语确未直接见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汉代典籍，《汉
书·武帝纪》乃作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”，这四个字是近代才用以概况武帝政治的。“独尊儒术”最早
见南宋史浩《谢得旨就禁中排当札子》：“下陋释老，独尊儒术。”但将此四字用于汉武帝，则是近代学
人反传统专制下的概括，最早或见易白沙《孔子平议》：“汉武当国，扩充高祖之用心，改良始皇之法
术，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，不如专崇一说，以灭他说。于是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“闭户时代之董仲
舒，用强权手段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②。然据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“魏其、武安、赵绾、王臧等务
隆推儒术，贬道家言”，及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“自武帝初立，魏其、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，及仲舒对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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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”，合而观之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说细思虽不免有些许武断，却自有其据。
武帝这一举措乃针对官方政治层面，“民间不禁讲习”①，只是在制度上开始切断非儒家学者的仕进之
道。这些人的仕进之路在武帝时也还未完全断绝，政治的多事还需要各种人才：“至今上即位，博开
艺能之路，悉延百端之学，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，绝伦超奇者为右”（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）。故班固有
“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》）之叹，这也成为一些学者否定汉武“独尊儒
术”的重要依据②，然而政治上的儒家取向使此后“儒术始独盛，而百家之学微矣”③，也是不能否认的
历史趋向。从更长历史时段看，汉武帝此举确实开启了儒学主导政治生态的大幕。

进一步来看，这一论断主要依据武帝即位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：第一，察举制的完善及其儒家
化。建元元年（前１４０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，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
言者乱国政请皆罢，得到批准，为选举向儒学靠拢打开了突破口。至建元六年（前１３５）五月窦太后崩
田蚡为相，“绌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，汉初以来颇为显学的
黄老刑名之学亦被明确排除在外，儒者更大进。及至元光元年（前１３４）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
一人，“孝”“廉”都是极富儒学意味的选目，这一科又是岁举，更标志着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及其儒
家化；第二，博士学官制度的完善及其儒家化。建元五年（前１３６）春，在文景时已立某些经书博士④

的基础上扩而广之，统一置五经博士，此外不再设博士。博士从混杂诸家，掌通古今一变而以研究、
传授五经为主要职能。其后丞相公孙弘又为博士置弟子，以经学为弟子入仕之阶。此后博士亦多出
任大官，改变了文景时“诸博士具官待问，未有进者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的状况。

上述两点制度性地保证了儒者入仕，“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，
是政治儒家化的关键措施。而上述举措与建元初窦婴、田蚡、赵绾、王臧等人迎鲁申公欲设明堂，以
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的“务隆推儒术”之举（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），及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上《天人
三策》中“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
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”的“更化”主张，并主“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材孝廉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⑤

有密切联系。
以上是学界关于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基本架构。值得指出的是，上述事件除置博士弟

子一事发生于元朔五年（前１２４）外，均发生于武帝前期建元（前１４０ 前１３５）至元光元年（前１３４）间。
于是基于此就有了两种不同看法：有学者据此说“独尊儒术始于建元元年，完成于元朔年间”⑥；又有
人则认为“公孙弘上奏增加博士弟子后，儒教政策便销声匿迹，武帝推行的儒教政策仅存在于即位初
的十余年间”⑦。然而，上述观点仅仅根据这些政策的颁布来判断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“完成”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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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，１９８９年，第３３０ ３３１页；刘桂生：《论近代学人对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曲解》，《北大史学》第２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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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２０００年第５期；楼劲：《魏晋子学的传播与流行及相关问题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》第八
集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２０１３年，第１８３ ２１９页。

谢无量：《中国哲学史》第２编上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４０年，第３页。

张汉东指出：“《后汉书·翟酺传》酺上书云：‘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’。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和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所载，文
帝时，治《诗》博士有鲁人申培，燕人韩婴；景帝时，治《诗》博士又有齐人辕固，并增加了治《公羊春秋》博士董仲舒与胡毋生。又，伏胜
弟子张生治《书》为博士，可知至迟在景帝时已设置《书》博士。这样，武帝以前，经学博士已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三经，《诗》博士已有
齐、鲁、韩三家。”（《论秦汉博士制度》，安作璋、熊铁基：《秦汉官制史稿》（上）《附录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４１３ ４１４页）

上《天人三策》的时间有争议，有建元元年（前１４０）、元光元年（前１３４）等说。近年成祖明提出其出炉应持续数年。第一策在
建元三年（前１３８）九月日食后，第二策在建元四年（前１３７）夏“有风赤如血”及六月旱灾后四年底五年（前１３６），第三策则可能到建元
六年（前１３５）。此处采成说（成祖明：《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“天人三策”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２０１２年第４期）。

陈苏镇：《〈春秋〉与汉道———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２６７页。

参见渡边义浩引福井重雅《儒教成立史上的二三个问题———对于五经博士的设置与董仲舒事迹的疑义》一文，引自［日］渡
边义浩：《论东汉“儒教国家化”的形成》，仙石知子、朱耀辉译，《文史哲》２０１５年第４期。



“销声匿迹”，似都过于简单。应该如何认识与评价武帝上述尊儒之举？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有什
么样的性质？在汉代有怎样的历史演进？察举制与博士学官又在其间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对
之应作何种评价？笔者认为，应理出新的线索，并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去看，从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
之术”的分合出发考虑，或能触及一些本质问题。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中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
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”一语，历来被引做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总纲，“确立了汉代儒学转变
的思路，甚至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”①，但鲜有学者注意到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
术”间复杂的联系与区别，及汉代历史进程中二者呈现的微妙分合②。借由对这一对概念的辨析，或
许可以窥探到一些历史的真实。所谓“历史视野”，钱穆先生指出“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”③。历史前
后相继，没有任何事件可以独立存在。柯林武德说：“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事件，而是行动。
而一个行动则是一个事件的外部和内部的统一体……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
去思想……历史学家要单纯地超越于发现历史事件之外。”④既不能抹杀，也不能拔高某些事件的地
位，而应将其放在一个合理时段，综合各种因素更具体分析其来龙去脉，进而理解整个历史⑤。

二、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在武帝时的分裂与对立

所谓“六艺之科”，是关于六艺即六经的。贾谊《新书·六术》：“以兴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礼》
《乐》六者之术以为大义，谓之‘六艺’。”所谓“孔子之术”则是孔子及其儒家的一套思想理念。无疑，
二者有相当的重合与一致。孔子本人即以六艺显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孔子正《乐》、删《诗》、喜
《易》，并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又因《史记》作《春秋》，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，弟子身通六
艺者七十二人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亦云孔子“叙《书》则断《尧典》，称《乐》法《韶舞》，论《诗》则首《周
南》。缀周之礼，因鲁《春秋》，举十二公行事，绳之以文武之道，成一王法，至获麟而止。盖晚而好
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。皆因近圣之事，以立先王之教，故曰：‘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’”

孔子之学本先王之教，先王之教则尽在六艺中。因之孔子立教也可谓立于六艺，所谓“兴于
《诗》，立于《礼》，成于《乐》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，所谓“游于艺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⑥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
说“中国言‘六艺’者折中于夫子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孔子发展出的儒学与六艺密不可分。可以说，“凡
是在五经中获得知识并以五经的解释阐发为业的就是‘儒’”⑦。六艺正是在孔门儒者的学习、阐释中
代代传承。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“夫儒者以‘六艺’为法”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“古之儒者，博学乎‘六艺’
之文。‘六艺’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致至治之成法也”，及《庄子·天下》“其在于
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、搢绅先生多能明之”，都准确地揭示了儒家与六艺不可分割甚至合
二为一的关系。也正因此故，司马迁作《儒林列传》，班固作《儒林传》，都是对儒者如何博学、传习六
经的历史考察。可以说在汉代人看来，六经之学即儒学。

但不能就此把六艺或者六经与儒学划等号。儒者固然博学乎六艺之文，“是与传统文明关系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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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１卷《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世界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３８５ ３８６页。

也有学者注意此，林聪舜从《公羊春秋》视野分析了“六艺之科”“孔子之术”，认为这一提法“把孔子和《春秋》神化，至少是神
圣化了，如此孔子就类似有德有位的帝王，具有受命改制的正当性”（《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７年，第

１７１ １７３页）。

钱穆：《国史大纲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９６年，第１４７页。
［英］柯林伍德：《历史的观念》，何兆武、张文杰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９６年，第３０１页。

本文研究方法颇受余英时研究宋代理学与政治文化，“探讨儒学理想与观念落在政治领域中究竟产生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
效应”，“政治现实与文化理想之间怎样彼此渗透、制约以至冲突”方法的影响。参见余英时：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》，长春：吉林出版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１４页。

关于“游于艺”之“艺”，古今诸家多依《周礼·地官·司徒·保氏》解为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近年有学者指出“艺”非传统庠
序、国学所习之六艺，而是成为儒门教化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新六艺。参见吴龙辉：《六艺的变迁及其与六经之关系》，
《中国哲学史》２００５年第２期；黄克剑：《〈论语·述而〉“游于艺”义趣辨证》，《哲学动态》２０１２年第８期。

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１卷《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世界》，第３７１页。



密切的学派”①，然而博学六艺者却不一定都是儒者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。首先，从历史的观
念看，六艺承载了上古三王至春秋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传统。这一传统经过长期蕴含、积淀，至战国
之世渐成为颇具“普适性”的历史文化资源，具有浓厚的史学特质，章学诚所谓“六经皆史”②。尽管孔
门在其文本接受、定型、传承上发挥主要作用，但仍不能说只是儒者的专利，而是人人可用、家家可取
的历史文化资源。李学勤指出“当时所有人所受的教育，都是来自六艺，来自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不
管他赞成还是不赞成。这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”③。儒者固然可将六经经典化以阐发义理，儒门外的
人如诸子也可用以论证可能与孔门不合的思想。章学诚说“道体无所不该，六艺足以尽之。诸子之
为书，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，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”④，可谓深得其理。诸子共同继承着六艺这一
遗产。熊十力说：“诸子之学，其根底皆在经也。”⑤如墨家亦常引《诗》《书》证己说。又如庄子虽以六
经为“先王之陈迹”，然“其学无所不窥”（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），其中当然包括六经，庄子之学只是
对六经及儒学的“否定之否定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论道家“合于尧之克让，《易》之嗛嗛”，法家则合于
《易》“先王以明罚饬法”，进而提出诸子十家“合其要归，亦六经之支与流裔”⑥的观点。尤其《汉书·
艺文志》将“六艺”与“诸子”分述，儒家仅列“诸子”，也是“支与流裔”，正是钱穆所谓“儒亦百家之一，
不得上侪于六艺”⑦。由此可见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不尽同这一点，汉人也是很清楚的⑧。

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不尽同，更主要的是在思想内涵上。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更着力于
阐发与践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及德、忠、孝、礼乐、教化等理念。这些理念虽仍与六艺有密切渊源，但自
孔子以来的儒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开创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和思想境界。子曰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
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对道、德、仁的追求被排在“六艺”前，颇值得注意。韩星指出“‘道’
‘德’‘仁’三者相通，属同一层级的概念，在价值上同样重要。与‘艺’相比为形而上、为本、为体，‘艺’
则为形而下、为末、为用”。众所周知，“仁”字早已见《诗经》等处，但“‘仁’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“德”
之一目，到了孔子手里获得了极大提升，成为诸多德目的总目”⑨。其涵义之深非五经能言，“孔子所
以伟大，亦全在此”瑏瑠；“礼”字也如此，“孔子则对于当时贵族之礼，不仅知道，实别有一番理想，别有一
番抱负，欲以改革世道也。孔子勉子夏为‘君子儒’者在此”瑏瑡。孔子以仁释礼、仁礼结合，注意发掘
“礼”背后的意义，创造了集大成的思想高峰。此外，思孟学派及荀子等对“性”的讨论，《中庸》“诚明”
“中庸”的思想，《大学》“三纲八条目”，及孟子对仁义、性善、仁政、王道的追求，都可谓言五经所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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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瑏瑠

瑏瑡

林聪舜：《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》，第２８７页。

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卷一《易教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１页。章学诚又说：“六艺非孔氏之书，乃周官之旧典
也。”姜广辉说：“《尚书》从尧舜讲起，而《春秋》已写到孔子晚年，因此六经即是从尧舜到孔子的约１７００年的历史。儒家传承六经，寻
绎这１７００年间的兴衰治乱之迹，总结其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。”参见姜广辉：《传统之源———兼谈“六经”的价值》，《湖南大学学报（社
会科学版）》２０１３年第４期；

李学勤：《国学的主流是儒学，儒学的核心是经学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，第１５版。

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卷一《易教上》，第１页。

熊十力：《读经示要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３页。

马一浮则云“墨家统于《礼》，名、法亦统于《礼》，道家统于《易》”。参见马一浮：《泰和宜山会语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

１９９８年，第１０页。

钱穆：《秦汉史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９４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在汉代较为普及，“受
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”（王国维：《汉魏博士考》，《观堂集林》第一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５９年，第１７８页）。这两本与孔子关系密切
却并非五经的书被列于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，又启示汉人对“六艺”与“儒家”混同的一面。二者正处在“六艺”与“儒家”的中间
过度。陈少明解释道：“《论语》虽然不是原始的经，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，因为它有传经的意义。由子而传、从传至经。”（《〈论语〉的
历史世界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２０１０年第３期）何俊指出“六经在知识体系上虽结构自足，但他并没有使它成为封闭系统，通过附上了
《论语》与《孝经》，从言说与践履两方面对六经加以补充”（《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知识观念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２０１６年第９期）。

参见黄开国、黄子鉴：《“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”质疑》，《哲学研究》２０１７年第２期。

韩星：《儒家核心价值体系———“仁”的构建》，《哲学研究》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。陈少明指出仁的观念“是孔子依对人性的体验同
传统价值的理解相折衷而形成的”（陈少明：《〈论语〉的历史世界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２０１０年第３期）。

梁启超：《儒家哲学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２３页。

钱穆：《国史大纲》，第９８页。



言。春秋战国是一个“哲学的突破”的“轴心时代”，“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，是从来都未曾有的”①。
正是在这一“哲学的突破”中，儒家形成了一整套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。

综合言之，真正的儒者必然兼备上述“历史的”与“思想的”两种气质，融六艺的历史学养，及孔门
的新思想理念于一身。这两方面，“一面是历史的观念，根据文王、周公，从礼之本源处看；一面是人
道的亦可说是哲学的观念，根据天命、性、仁、恕等等的观点，从礼的意义上看”②。《汉书·艺文
志》云：

　　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
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。

“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”一语最为精辟紧要。前者是“历史的”，后者正是“思想的”③。这
也恰与董仲舒“六艺之科”“孔子之术”对应。

明了上述背景，再进一步来看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武帝似乎重视作为“历史的”“六艺
之科”，而忽视作为“思想的”“孔子之术”：

第一，文献能考者，除“为儒者宗”的董仲舒提出“仁、谊、礼、知、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”，
“道者，所由适于治之路也，仁义礼乐皆其具也。故圣王已没，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，此皆礼乐教化
之功也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，“先之以博爱，教以仁也；难得者，君子不贵，教以义也；虽天子必有尊
也，教以孝也；必有先也，教以弟也”（《春秋繁露·为人者天》）一类思想，及公孙弘言仁义礼智为“治
之本，道之用也，皆当设施，不可废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）外，并未见有人系统阐释弘扬“思想的”儒
学。除司马迁著《史记》时表达一番“心向往之”外，也未见有人推尊孔子。且董仲舒的这些建议根本
就不为武帝所用（详见后文）。一直要到武帝去世后的盐铁会议，仁义教化及推尊孔子之论才再次出
现。武帝即位初虽“向儒术”，有尊儒一番举措，但相比对文辞、神仙方术这些明显的偏好，似乎显得
微不足道。对此可从诏书来看：观武帝诏书，“思想的”儒学色彩总的来讲较淡薄。元光五年（前１３０）
征贤良文学策诏中云“仁义礼知四者之宜，当安设施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），表明武帝对“思想的”儒
学有所关注，但却也体现出对这些概念认识上的模糊。正如汲黯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之言（《史
记·汲郑列传》），他对“孔子之术”的态度是表面化的。武帝封禅时“颇采儒术以文之”（《史记·封禅
书》），及修郊祀，改正朔，定历数，协音律，作诗乐，建封禅，礼百神，绍周后诸事，“都是所谓儒术的缘
饰”④。

第二，相比“孔子之术”的冷遇，“六艺之科”则得到君臣一致重视。武帝各种诏书及大臣上书、撰
文，皆多引五经并逐渐成为惯例。此点稍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即可知。以诏书为例，武帝前诸帝诏书，除
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载十三年（前１６７）夏除肉刑诏引《诗》外未见明确引用五经，但元朔元年（前１２８）
春三月诏书中引用《易》《诗》，元狩元年（前１２２）夏四月诏书亦引《诗》。此后诏书引五经为常例。这
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立五经博士后六艺在政治中地位的上升，进入皮锡瑞所说的“经学昌明时
代”⑤。

钱穆先生尝论曰：

３８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历史考察———以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分合为中心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余英时：《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》，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７年，第２８页。

钱穆：《国史大纲》，第９８页。

徐复观说孔子“把立基于人类历史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，和他由个人的实践发现出生命的道德主体，两相结合。这便使
来自历史实践中的知识，不停留在浅薄无根的经验主义之上；同时又使发自道德主体的智慧，不会成为某种‘一超绝待’的精神的光
景，或顺着逻辑推演而来的与具体人生社会愈离愈远的思辨哲学”（《两汉思想史》卷三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５７
页）；朱汉民说“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”，“‘子’是思想主体，而‘经’则不过是思想资源。经学主
要表达儒家对三代文明体系与思想传统的继承，子学则主要表达儒家因社会政治关切而追求思想创新”（《儒学的六经、诸子与传
记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２０１６年第５期）。这些观点都可与本处相发。

杨向奎：《汉武帝与董仲舒》，《绎史斋学术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，第１０４页。

皮锡瑞著，周予同注释：《经学历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４１页。



　　汉武立五经博士，谓其尊六艺则可，然谓其尊儒术，似亦未尽然也。特六艺多传于儒者，故
后人遂混而勿辨之耳……汉武罢斥百家，表章六艺，重为古者王官之旧，乃所以求稽古考文
之美①。

这段话敏锐意识到武帝“尊六艺”与“尊儒术”之别，给人极大启发。那么“六艺”与“儒术”在武帝朝到
底呈现一种怎样的关系呢？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
的架构中蕴含了一个深刻矛盾，“历史的”儒学与“思想的”儒学之间，即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间
发生了分裂。这种分裂贯穿武帝朝并逐渐走向对立。对此从两个角度分析：

第一，武帝之“尊儒”，非真能尊。盐铁会议上服膺“孔子之术”的文学言：

　　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，故权谲之谋进，荆、楚之士用，将帅或至封侯食邑，而克获者咸蒙厚
赏，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。其后，干戈不休，军旅相望，甲士糜弊，县官用不足，故设险兴利之臣
起，磻溪熊罴之士隐。泾、渭造渠以通漕运，东郭咸阳、孔仅建盐、铁，策诸利，富者买爵贩官，免
刑除罪，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，上下兼求，百姓不堪，抏弊而从法，故憯急之臣进，而见知、废格之
法起。杜周、咸宣之属，以峻文决理贵，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。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
寡，偷合取容者众。（《盐铁论·刺复》）

这段发言距武帝去世仅六年，提纲挈领揭示出武帝政治的主线：大规模对外征伐，继而引发财政危
机，兴利之臣行聚敛之治，民生大乱，又兴酷吏政治镇压三个前后相续的步骤。儒家对外主张“修文
德以来之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“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的和平德化。对内则讲制
民之产藏富于民，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”（《礼记·大学》）。又反
对滥用刑罚，要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武帝外事征伐、内兴聚敛及酷吏均与儒家不
合。武将、聚敛之臣、酷吏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，“据仁义以道事君”的孔门儒者在此状况下不能见
用。这一点有部分学者已认识到。吕思勉说武帝政策“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”；金春峰说“儒生在
残酷的战争面前黯然失色，被历史扫进了无权的角落”；韦政通说“儒家在武帝朝并没有受到真正尊
重”；西嶋定生说“假如酷吏是当时官僚的代表这一论点成立的话，那么，儒学在当时被国教化的观点
就有必要被重新考虑”②。但被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呼声淹没，这些观点未受重视。

第二，武帝尊六艺，正如钱先生所言“乃所以求稽古考文之美”。武帝欲建不世之功，天下骚动。
若在六经等古代经典中找到依据，有类似《庄子》所谓“重言”加以比附，则更利于说服上下。至于比
附是否恰当，是否与儒学相符往往不在考虑之列。如太初四年（前１０１）：

　　汉既诛大宛，威震外国。天子意欲遂困胡，乃下诏曰：“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，高后时单于书
绝悖逆。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，《春秋》大之”。（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）
武帝只在《春秋》中找依据，而不考虑“困胡”在民生疾苦等方面与儒家的根本冲突。对此朱子看

得真切：“非为祖宗雪积年之忿，但假此名而用兵耳。”③借上引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语，这只是“游文于
六经之中”而不能“留意于仁义之际”。武帝这种“积思于六经，留神于王事，驰骛于唐虞，折节于三
代”（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）的心态正是“六经注我”的思维，在儒门看来属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谓“随时
抑扬”的“辟者”一类。这一例子正生动体现了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在此时的分裂。

不仅武帝如此，群臣同样抱这种观念。元鼎（前１１６ 前１１１）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，矫制使胶东、
鲁国鼓铸盐铁。回朝后张汤告发其矫制大害当处死。徐偃“以为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
稷，存万民，专之可也”，博士弟子谒者给事中终军难曰：“古者诸侯国异俗分，百里不通，时有聘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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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安危之势，呼吸成变，故有不受辞造命专己之宜；今天下为一，万里同风，故《春秋》‘王者无外’。
偃巡封域之中，称以出疆何也？”（《汉书·终军传》）徐偃不能辩解服罪当死，后被武帝赦免①。此事徐
偃实多本儒家爱民的民本思想，这与后来盐铁会议贤良、文学前后呼应。终军以善辩著称，但《汉书
·艺文志·儒家》有《终军》八篇，也属孔门中人。然而有意思的是双方都把“孔子之术”撇一边，只以
“六艺之科”为据论辩，这也是“六艺之科”重于“孔子之术”的典型表现。戴震批评理学家“以理杀
人”②，此处可说终军“以六艺杀人”。

抱着这种思维遂有“引经决狱”之事大兴。廷尉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，请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《春
秋》者补廷尉史以平疑法，得到董仲舒等大儒的支持，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·春秋类》有《公羊董
仲舒治狱》十六篇。仲舒弟子长史吕步舒持节治淮南王谋反案，以《春秋》之义正之，得到武帝赞许。
“引经决狱”逐步制度化，赵翼所谓“皆无成例可援，而引经义以断事”③。这正是以六艺杀人的制度
化，本质上则是以六艺治国的制度化。汉人一切思想、活动，逐渐以经学为最高指导。六经不仅成为
汉代文化精神的主源，也为世俗政治、人伦风俗、社会运行提供了依据。

由此可见，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只是尊“历史的”六艺之儒，而不是“思想的”孔孟之儒。
只有明晰这一事实，才更清楚《汉书·武帝纪》“赞”为何说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”而不是“罢黜百家，
独尊儒术”。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值得玩味。当然，鉴于此时六艺之学即儒学这种普遍认识，也不应
否定这仍是“尊儒”。因此就性质来讲，此时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间的矛盾还属于儒学内部的学
理矛盾。然而继续发展，则一变而为儒学和非儒学之矛盾。下一节将揭示这一点。

三、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在盐铁会议上的斗争与融合
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分裂和矛盾，发展之极则是始元六年（前８１）盐铁会议的召开。会议

双方一是三辅、太常及各郡国所举来自民间的儒生贤良、文学六十余人，一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
属丞相史、御史④。双方都大量引用六艺。稍读《盐铁论》即可知桑弘羊一方拥有丰富的六艺学识。
如丞相史云：“故谋及下者无失策，举及众者无顿功。《诗》云：‘询于刍荛。’故布衣皆得风议，何况公
卿之史乎？《春秋》士不载文，而书咺者，以为宰士也。孔子曰：‘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诸。’仆虽不敏，
亦尝倾耳下风，摄齐句指，受业径于君子之途矣。”（《盐铁论·刺议》）短短数句引及《诗》《春秋》，甚至
《论语》（“孔子曰”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类似发言比比皆是。“受业径于君子之途”则表示他们也接
受过经学教育。正因此故，他们也被文学称为“儒”。然而此“儒”却明确反对“孔子之术”：

　　大夫曰：“文学所称圣知者，孔子也，治鲁不遂，见逐于齐，不用于卫，遇围于匡，困于陈、蔡。
夫知时不用犹说，强也；知困而不能已，贪也；不知见欺而往，愚也；困辱不能死，耻也。若此四
者，庸民之所不为也，而况君子乎！”（《盐铁论·大论》）

御史曰：“文学祖述仲尼，称诵其德，以为自古及今，未之有也。然孔子修道鲁、卫之间，教化
洙、泗之上，弟子不为变，当世不为治，鲁国之削滋甚……若此，儒者之安国尊君，未始有效也。”
（《盐铁论·论儒》）

御史曰：“孟轲守旧术，不知世务，故困于梁宋。孔子能方不能圆，故饥于黎丘。今晚世之儒
勤德，时有乏匮，言以为非，困此不行。”（《盐铁论·论儒》）

丞相史曰：“晏子有言‘儒者华于言而寡于实……道迂而难遵，称往古而訾当世，贱所见而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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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闻。’”（《盐铁论·论诽》）
大夫曰：“嘻！诸生阘茸无行，多言而不用……是孔丘斥逐于鲁君，曾不用于世也。何者？

以其首摄多端，迂时而不要也。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，坑之渭中而不用。乃安得鼓口舌，申颜
眉，预前论议，是非国家之事也？”（《盐铁论·毁学》）
不难看出，这些“儒”是尊“六艺之科”之儒，而非尊“孔子之术”之儒。他们继续维护外事征伐、内

兴聚敛及酷吏之治等武帝旧政，无一不与儒者相背离。不过，他们引六艺与前述武帝及终军驳徐偃
虽一脉相承，但也有绝大不同：武帝、终军君臣虽已重“六艺之科”而轻“孔子之术”，但还没有公然挑
战后者。上述发言却是彻底的反孔言论，为汉开国以来所未有。桑弘羊甚至盛赞秦“焚书坑儒”，这
在以秦政为大戒的汉代真是令人咂舌之论。他们进而肯定申、商、韩法家，赞颂“申、商以法强秦、韩”
（《盐铁论·申韩》），韩非“明其法势，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”（《盐铁论·刑德》）。称孔、孟为“愚儒”，贤
良、文学为“拘儒”。这些“儒”完全走到儒家的对立面，对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治架构提出
了严峻挑战。这就突破了原本儒学内部学理之争的性质，一变而有浓厚的所谓“儒法之争”①的气
息了。

进一步地说，这一派人的政治，究其本质是秦政的继续，但却包了一层六艺的外衣。他们以申、
韩法家之学为体，以六经古王官之学为用的架构则为秦政所无，可谓一种“新秦政”。这种“新秦政”
从远源来看，是战国以来经学与子学长期互相吸收、融汇的结果。从近源来看，则是武帝以来“六艺
之科”重于“孔子之术”的传统发展、演变的必然突破。参会的御史、丞相史具体有多少人史无明载，
从桓宽《盐铁论》书末《杂论》“若夫群丞相、御史”云云来看人数不会少。这些“六艺之科”型的“儒”聚
首在资历深厚、功业甚伟的桑弘羊之下，广布于朝，影响力不可小视了，而这也表明了建元元年举贤
良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者皆罢之举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
与这种极端分裂相伴随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端。六十余名贤良、文学的产生，是武帝“举贤良
文学”“延文学儒者”的察举发挥导向，在民间经过数十年酝酿、积淀的结果，是武帝朝不能得志而蛰
伏的儒者的苏醒和回归，而按照“历史的”以及“思想的”两要素看，他们可谓兼而有之。

首先，六艺仍然是其主要依据。他们同样大量引用五经②，且相比对方他们对六艺的热情更高。
文学云：“陛下宣圣德，昭明光，令郡国贤良、文学之士，乘传诣公车，议五帝、三王之道，六艺之风，册
陈安危利害之分，指意粲然。”（《盐铁论·复古》）这种以弘扬六艺为己任的气质，在我者皆六艺之风
的自信，是对方所不能有的。桑弘羊也不禁感慨，“今贤良、文学臻者六十余人，怀六艺之术，骋意极
论”（《盐铁论·刺复》）。《盐铁论·杂论》中朱子伯也向桓宽说：“贤良茂陵唐生、文学鲁国万生之伦，
六十余人，咸聚阙庭，舒六艺之风，论太平之原。智者赞其虑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见其断，辩者陈
其词。”

贤良、文学对六艺的秉承也是武帝“表章六经”的产物，这与对方并无不同，但他们身上儒家“思
想的”要素更值得关注。其云：

　　窃闻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道德之端，抑末利而开仁义，毋示以利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
俗可移也。（《盐铁论·本议》）

王者设庠序，明教化，以防道其民，及政教之洽，性仁而喻善。（《盐铁论·授时》）
圣王之治世，不离仁义。故有改制之名，无变道之实。上自黄帝，下及三王，莫不明德教，谨

庠序，崇仁义，立教化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（《盐铁论·遵道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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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废仁义之术，而任刑名之徒，则复吴、秦之事也。夫为君者法三王，为相者法周公，为术者
法孔子，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（《盐铁论·刑德》）

并且他们自觉划清了与对方“儒”的界限。文学刺曰：

　　今子处宰士之列，无忠正之心，枉不能正，邪不能匡，顺流以容身，从风以说上……衣儒衣，
冠儒冠，而不能行其道，非其儒也。譬若土龙，文章首目具而非龙也。葶历似菜而味殊，玉石相
似而异类。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，乃公卿面从之儒，非吾徒也。（《盐铁论·刺议》）

贤良、文学“奋由、路之意，推史鱼之节”，以一种强烈的儒者经世情怀，“言王道，矫当世，复诸正，务在
乎反本”（《盐铁论·杂论》），痛感内外多欲政策导致的民生疾苦，主张行孔孟仁政王道，兴礼乐教化。
孟子被提升到与孔子齐同的高度，孔孟儒家得到了重构与发挥①。“为术者法孔子”之说及对孔子“自
古及今，未及有也”（《盐铁论·论儒》）的推尊，正与董仲舒尊“孔子之术”前后呼应。

自董仲舒提出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”后，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
在主流政治中就一直处于分离状态。随着武帝内外政治的深入，前者渐显达，后者渐式微。其后“六
艺之科”干脆与法家合流，在武帝去世后产生否定“孔子之术”的极端派别，但同时二者为一的呼声在
民间儒者中也逐渐高涨。盐铁会议正是两股力量的生死对决。借助霍光的支持，贤良、文学在会上
取得优势，桑弘羊被沉重打击。权力与政见的双重危机使他铤而走险参与燕王旦、上官桀谋反。伴
随着桑弘羊在会后第二年的败亡，此派势力铲除殆尽，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这种极端分裂也
就无疾而终，汉代政治翻开新的一页。从这一视角出发，说贤良、文学对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
的贡献仅次于董仲舒，似也不为过。正是他们的努力，才避免了汉政退回秦政老路的危险。

四、察举制、五经博士学官与尊儒

武帝前期建立了多种察举制、五经博士学官两大保障政治儒家化的制度。这是以官方为主导进
行的。最顶层的是武帝，其次则是窦婴、田蚡、赵绾、王臧诸公卿。此外还有三位重要学者：景帝时治
《春秋》为博士的董仲舒，鲁《诗》大师申公，武帝时两度被征为博士的公孙弘。后两位都来自民间。
申公被赵、王不情愿地勉强请出，对这一运动颇有微词：“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”（《史记·
儒林列传》）。这代表了民间对实行儒家政治与官方的差异。而申公很快因赵、王事败罢归。总的来
讲这一过程尚缺乏民间知识阶层的参与。

那么这两大制度对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？首先来看五经博士学官。
上已详述“六艺之科”在武帝时的大用。经学独特地位的造成与博士学官的建立高度相关，遂使这一
制度在武帝时获重视。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，申公“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：孔安国至临淮太守，周霸
至胶西内史，夏宽至城阳内史，砀鲁赐至东海太守，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，徐偃为胶西中尉，邹人阙门
庆忌为胶东内史…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，而至于大夫、郎中、掌故以百数”，“仲舒弟子遂者：兰陵褚
大，广川殷忠，温吕步舒。褚大至梁相。步舒至长史……弟子通者，至于命大夫；为郎、谒者、掌故者
以百数。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”。五经博士成了士人入仕的最佳途径。“士病不明经术，经
术苟明，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。学经不明，不如归耕”（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），“遗子黄金满籝，不如
一经”（《汉书·韦贤传》）的观念由此渐深入人心。经学开始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。然而这种繁荣却
与儒学的真正复兴有相当距离。一方面这只是出于“禄利之路然”，只是“利而行之”。更重要的，这
主要是儒学“历史的”要素的繁荣，孔门儒学的真精神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。如上引所列经术得官诸
人，除徐偃外史籍中见不到他们倡导、践履“孔子之术”的记载，这绝不是偶然的。

武帝一朝经博士仕进至大官，名传于后世的儒者有董仲舒、公孙弘、兒宽三人。《汉书》中三次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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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此次会议对孟子地位提升的意义，参见金春峰：《汉代思想史》，第２４５ ２６６页；杨勇：《〈盐铁论〉与孟子思想探微》，《哲学研
究》２０１７年第１期。



三人并举：论武帝得人之盛，首则曰“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兒宽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）；武帝问东方
朔“方今公孙丞相、兒大夫、董仲舒……之伦，皆辩知闳达，溢于文辞”（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）；又《汉书
·循吏传》“江都相董仲舒、内史公孙弘、兒宽，居官可纪”，可见三人在武帝政治中的特殊地位。由这
三人可进一步窥探武帝朝博士与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关系。

三人中董仲舒最知名。《汉书》之《叙传》赞其“为世纯儒”，《董仲舒传》则论曰：“仲舒遭汉承秦灭
学之后，六经离析，下帷发愤，潜心大业，令后学者有所统一，为群儒首。”朱子也说：“汉儒最纯者莫如
董仲舒。”①董仲舒之伟大，所以能为“群儒首”，为“纯儒”，一方面在于他为学官制度及举孝廉制度的
建立，为经学尤其《春秋》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，其著作“皆明经术之意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，但更
主要的在于他能在经学中注重孔门儒学的真精神，追求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合一。从儒家哲
学看，他“从阴阳气论高度论证仁观念的源起及其存在之正当性”②，构建了新的“天人合一”的仁学体
系。虽张汉代言阴阳灾异之风，但对缺乏形上维度的孔孟儒学来讲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推进；从政
治思想看，力主尊孔，论行礼乐教化、限制并兼、盐铁归民、去奴婢、薄赋敛、省徭役、宽民力、轻刑罚诸
项皆得孔孟精义③。只不过此时武帝内外之政都是“多欲”之治，故武帝不能用董仲舒。其历任江都、
胶西相后即去位归家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尽管朝廷有大议则遣使者及张汤向董仲舒求教，但朝廷感
兴趣的只是其《春秋》经学，而非其传承的孔、孟之道④。

其次是公孙弘。他亦以《春秋》为博士，从“学统”的角度讲地位却远不及董仲舒，但他由平民儒
生直任至御史大夫、丞相，是武帝朝用世儒生的代表。这种经历正代表了官方儒学的平民化倾向，同
时具有儒学“政统”上的重大象征意义。然而他虽有置博士弟子之功，又起客馆开东阁延贤人，对“孔
子之术”也有一定程度认同，在“尊儒”上却实在乏善可陈。他不能坚守儒家立场，“不肯面折庭争”，
“有所不可，不肯庭辩”的记载充斥于史，这正是儒门最不齿的“乡愿”型官员，文学所谓“面从之儒”。
如武帝北筑朔方之郡，“数谏，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，愿罢之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），这是孔孟
思想的体现，但当朱买臣与之论难不能答后马上改变初衷附和之，所谓“曲学以阿世”，与董仲舒“为
人廉直”形成鲜明反差。究其根本，他的为官理念是“习文法吏事，缘饰以儒术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
传》），与武帝的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若合符节。因此他虽位列三公，怎能望不枉道取容的孔、孟于万
一？又怎能望他开辟一个仁政王道，礼乐教化的局面？他又“性意忌，外宽内深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
传》），不遗余力迫害董仲舒、主父偃等儒者。董仲舒的不能用世与其排斥有直接关系。进而论之，公
孙弘、董仲舒分别代表了武帝朝官方儒家的用世派、学术派。如两人能齐心并力促成儒家“政统”与
“学统”合一，则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必将有大进展，但事实上二人却分裂了。这显示武帝朝以博士
为代表的官方儒家不能真正完成“独尊儒术”⑤。正如朱子感慨，“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，岂不大有
可观？惜乎无真儒辅佐，不能胜其多欲之私”⑥。

其次来看察举制。关于举贤良、文学，史载武帝“娄举贤良文学之士”（《汉书·严助传》），田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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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八七《礼四》，第２２２６页。

曾振宇：《“仁者安仁”：儒家仁学源起与道德形上学建构———儒家仁学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哲学演进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》２０１４
年春之卷。

参见李威熊：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１９７８年，第１２０ １３５页；张实龙：《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探析》，杭
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８７ １１３页；王永祥：《董仲舒评传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３７６ ３９５页。

武帝博士中尚有一例外。博士狄山谏“兵凶器，未易数动……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，中国以空虚，边大困贫。由是观之，不
如和亲”（《汉书·张汤传》），这“代表了一般儒生的看法”（韦政通：《董仲舒》，第２０７页），但在武帝以武力征服的大环境下没有空间。

狄山亦被张汤目为“愚儒”。武帝遣狄山乘鄣，月余匈奴斩山头。狄山不能行其道，境遇与董仲舒同。

至于兒宽，影响不及董、公孙二人。他为御史大夫“以称意任职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，官属易之”，大体走入公孙弘一路。

当然也要看到“宽既治民，劝农业，缓刑罚，理狱讼，卑体下士，务在于得人心；择用仁厚士，推情与下，不求名声，吏民大信爱之……收
租税，时裁阔狭，与民相假贷，以故租多不入”（《汉书·兒宽传》）。这正是在履践儒家仁厚爱民的精神，开后来循吏之先。他是汉代
第一名真正儒学意义上的循吏。

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五《历代二》，第３２２６页。



相“绌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”。盐铁会议上御史也说武帝“诏举贤良方正、文学之
士，超迁官爵，或至卿大夫”（《盐铁论·刺复》）。依此应选举不少儒生入仕。考诸史籍，可见建元元
年（前１４０）冬十月、元光元年（前１３４）夏五月及元光五年（前１３０）有过三次选举，其后则未见。所举
之人今知有冯唐、辕固生、董仲舒、公孙弘、严助、邓公六人。冯唐、辕固生武帝初被征时已年九十余。
邓公仅见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，起家为九卿，一年即病免，其人可不论。董、公孙二人上文已详
述①。严助此人，虽《艺文志·儒家》有《庄（严）助》四篇，但其对尊儒似无更多贡献，他长于纵横之学。
在建元三年（前１３８）力劝武帝救东瓯，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，开武帝对外用兵先例，故其人亦可
不论。

相比贤良、文学科，孝廉是察举的主要科目，“为主要官吏的正途”②，但此科设立后也未立刻担起
选举重任，元朔元年（前１２８）冬十一月诏曰：“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……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，是化
不下究，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。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，将何以佐朕烛幽隐，劝元元？”（《汉书·武
帝纪》）此时距孝廉科之设已过六年，官民却都还没有适应这种方式，积极性不高。尽管此时定不举
孝察廉之罪，贯彻可能更有力，但整个武帝时代孝廉科影响似亦不大。两汉孝廉今可考者３０７人③，
武帝时孝廉或仅有王吉一人传世④，更不见其时有人以孝廉至大官者，这应该不是偶然的。

总的来看，这一时期察举制还在草创阶段，功用有限。平心而论，相较五经博士学官，察举更能
选拔接近“思想的”意义的儒者。对贤良、文学科而言，治诸子百家尤其申、商、韩非以及黄老之言者
皆已不能入选，只有儒门中人符合条件。在当时情况下贤良、文学固然不能不通经，但实际上并无类
似博士弟子需“通一经”的具体要求，只需“受策察问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接受考察，优秀者即可出仕。
可以选拔出富有学养、见识而不抱经守残的儒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谓“古之学者耕且养，三年而通
一艺，存其大体，玩经文而已，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，三十而五经立”的伟大理想，一定程度上被寄托
于这个制度。对孝廉科而言，“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”⑤，以道德为标准录用官员，则更可能选举到
孔子最赞赏的“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及如伯夷“目不视恶色，耳
不听恶声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的力行孝悌清廉之人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引光武帝诏，孝廉四科取士“皆有
孝悌、廉正之行”的“丞相故事”里又有“学通行修，经中博士”⑥一条，对所举孝廉经学素养要求也较
高。这又是孔子所谓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了。黄留珠的研究也指出“两汉孝廉的个人资历以儒者
为最多”⑦。因此贤良文学及孝廉两科正是官方吸引民间儒者的较好途径。然而这两科在武帝时的
不兴，对比博士学官下经术之士的大起，说明了此时风气是“六艺之科”胜过“孔子之术”。这种状况
直到武帝去世也没有变化。

明确了这一背景再来看盐铁会议，就更清楚此次会议在察举制发挥功能及民间儒学崛起上的意
义。贤良、文学六十余人乃前一年下诏察举，就出身看，他们多数是居于乡间的平民知识分子，尤其
文学，其论辩对手刺曰“发于畎亩，出于穷巷”（《盐铁论·忧边》），“内无以养，外无以称，贫贱而好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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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公孙弘先以贤良征为博士后被免，后又举贤良文学以策对第一拜为博士。董仲舒则先为博士后举贤良。汉代既被察举又
为博士者始行于二人，后亦不乏其人。如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，又举贤良为昌邑中尉，后病去官复征为博士；贡禹则以明经洁行征
为博士、凉州刺史，病去官，复举贤良为河南令；师丹举孝廉为郎，元帝末为博士，后免，建始中州举茂才复补博士。不同察举科目之
间多次察举，察举与博士的关系，都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课题。黄留珠指出“两汉的现任官吏能够按照各种察举科目被再察举升迁，

这说明当时察举与对已任官吏之考课，并无严格区分”。见黄留珠：《秦汉仕进制度》，西安：西北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８５年，第２３７页。

劳榦：《汉代察举制度考》，《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１７本，１９４８年，第１１６页。

参见黄留珠：《秦汉仕进制度》，第１０６ １４７页。

据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，“王吉字子阳，琅琊皋虞人也。少好学明经，以郡吏举孝廉为郎，补若卢右丞，迁云阳令。举贤良为昌邑
中尉”。王吉生年与贡禹接近，当在武帝元朔（前１２８ 前１２３）间。武帝后期未见举贤良记载，其以贤良举当在昭帝时，则举孝廉当在
武帝后期。

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五《安帝纪》，第２１１页。

应劭：《汉官仪》卷上，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０年，第１２５页。

黄留珠：《秦汉仕进制度》，第１４３、１４８ １５１页。



（《盐铁论·毁学》），正是孟子所谓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的士；就地域看，来自三辅、太常及全国各郡国，
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。他们深知各地民间因武帝“多欲”之治带来的民生疾苦。如盐铁国营致“贫
民或木耕手耨，土耰淡食”之不便，对外征伐致“老母垂泣，室妇悲恨”（《盐铁论·备胡》），“甲士死于
军旅，中士罢于转漕”（《盐铁论·击之》）之惨状，酷吏“不本法之所由生，而专己之残心，文诛假法，以
陷不辜，累无罪”（《盐铁论·申韩》）之冤屈陷害；就学识看，他们有丰富的六艺底蕴，非常熟悉且笃信
孔孟之道，抱着“辅明主以仁义，修润洪业之道”（《盐铁论·复古》）的王道理想积极参与国政。这是
武帝建立儒家化的察举制，然其功能长期不显以后，民间儒学利用这个制度的第一次集体发声。标
志着民间儒者开始自觉加入官方政治建设。从这一角度讲这次会议也标志着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
儒术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五、总结：西汉至新莽尊儒的四个节点

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并非汉武帝一时一事完成，而是在若干要素互相影响、交替作用下，
随政局、思想不断嬗变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的。考察西汉至新莽历史，有汉武帝前期、盐铁会
议、元帝、王莽四个节点需特别注意。

第一节点是武帝前期察举、五经博士学官为主的官方政策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基本架构就
此建立，但这“不意味着国家对儒学的崇奉已成定局”①。出现了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的分离甚
至对立，也排斥了民间儒者的参与。这些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盐铁会议的召开。民间儒者走上前台并
纠正了二者的对立，是为第二节点。详情前面章节已论及。

然而盐铁会议也没有真正完成尊儒。武帝后霍光秉政的二十年（前８７ 前６８），虽多有缓和民生
之举，“有儒家思想的气息”②。然而“孔子之术”在官方却仍被排斥。霍光用人多用门下亲信如王、
杨敞、蔡义等而不任儒者，如后来名儒魏相、萧望之等都不被用。作为托孤重臣，霍光对武帝“六艺之
科”的传统则很重视，始元五年（前８２）京兆尹隽不疑以《春秋》义果断收捕假冒卫太子者，霍光“闻而
嘉之，曰：‘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’”（《汉书·隽不疑传》），夏侯胜以《洪范》预测昌邑王将被废，
“光以此益重经术士”（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），但对“孔子之术”就态度不同了，霍光去世后霍山说“诸儒
生多窭人子，远客饥寒，喜妄说狂言，不避忌讳，大将军（霍光）常仇之”（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）。盐铁会议
贤良、文学这类高谈孔孟理想主义的儒者不被他称许。这种态度与其政敌桑弘羊又有何不同？因此
班固评价霍光“不学亡术，暗于大理”（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）。所谓术，可以理解为“孔子之术”。

这种状况至宣帝亲政后继续保持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无根本进展。史载宣帝（前７４ 前４９
年在位）“不甚从儒术”（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），又与太子论“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
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”（《汉书·元帝纪》），对儒者的鄙夷一如霍光。分别被举孝廉、贤良，又为博
士通五经的大儒王吉抱“建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”向宣帝上书：

　　孔子曰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”，非空言也。王者未制礼之时，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。臣
愿陛下承天心，发大业，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，述旧礼，明王制，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，则俗
何以不若成康，寿何以不若高宗？（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）

这种制礼明王制、驱仁寿之域精神的来源除了六艺，更体现了孔门对礼乐教化的追求。然而宣帝“以
其言迂阔，不甚宠异也”（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）。这种“迂阔”与贤良、文学一脉相承。盐铁会议上丞相史
讥刺贤良、文学“道迂而难遵”，御史也刺曰“迂而不径”（《盐铁论·论诽》）。众所周知，孟子以“迂阔”
著称，“迂阔”是孔孟儒学理想主义的特征。宣帝的“不甚宠异”，正是其对“孔子之术”抱警惕与怀疑
的体现，所以盖宽饶上书也说“方今圣道浸废，儒术不行”（《汉书·盖宽饶传》）。宣帝霸王道杂之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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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偏现实的帝王，“能理当时之务，而不能创远大之规”①，无法对极具理想色彩的“孔子之术”有热
情。相比之下，“六艺之科”取得立五经博士以来的最大发展：著名的石渠会议（前５１）召开，诸儒讲论
五经同异。小夏侯《尚书》，大、小戴《礼》，施、孟、梁丘《易》，《穀梁春秋》等先后被列为博士。博士弟
子员额也成倍增加。

但亦不能说宣帝时“孔子之术”无推进。此时循吏多出。《汉书·循吏传》所载五人中王成、黄
霸、朱邑、龚遂都为官于宣帝时。黄霸任颍川太守，“力行教化而后诛罚，外宽内明得吏民心”，使“吏
民向于教化，兴于行谊”；朱邑“廉平不苛，以爱利为行，未尝笞辱人。存问耆老孤寡，遇之有恩，所部
吏民爱敬焉”；龚遂提出“治乱民犹治乱绳，不可急也；唯缓之，然后可治”（《汉书·循吏传》）。此外还
有韩延寿为官“教以礼让，接以礼意”，“上礼义，好古教化，所至必聘其贤士，以礼待用，广谋议，纳谏
争”（《汉书·韩延寿传》）。这些政风不就是贤良、文学礼乐教化理想的实践么？这些循吏与“孔子之
术”间是余英时所言的“小传统”与“大传统”互动的关系。他们是传播“孔子之术”“一批最重要的先
驱人物”，“与原始儒家教义之间的一致性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”，而“终司马迁之世，积极从事于教化
工作的循吏尚未成为普遍的典型”②。此外，这些人中黄霸、朱邑二人是举贤良出身，龚遂则以明经为
官。这些儒学地方官员的出现，是盐铁会议以来儒家思想影响在基层及民间不断扩大的证明，也是
察举制在发扬“孔子之术”的表现。

在这种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互动，尤其“小传统”向“大传统”不断渗透下，至元帝（前４９ 前３３
年在位）时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取得新进展，是为西汉“尊儒”的第三节点。元帝“柔仁好儒”，“好儒
术文辞，颇改宣帝之政”（《汉书·匡衡传》）。即位即征王吉、贡禹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虽王吉不
久去世，而举贤良出身的贡禹本孔孟儒家对政治多有匡正。及至永光二年（前４２）善说《诗》的博士给
事中匡衡上书：

　　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……昭无欲之路，览六艺之意……以崇至仁，匡失俗，易民视，

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，道德弘于京师，淑问扬乎疆外，然后大化可成，礼让可兴也。（《汉
书·匡衡传》）

此处览六艺、崇至仁、弘道德、成大化、兴礼让的移风易俗精神，再度追求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合
一。王吉、贡禹、匡衡是察举制与五经学官制度的产物，是“历史的”与“思想的”两种要素兼具的儒
者。宣帝不能用王吉，元帝则能用匡衡。元帝多行宽政，如罢苑囿，假田与贫民，罢齐三服官、北假田
官、盐铁官、常平仓，对“孔子之术”的认同与宣帝不可同日而语。西嶋定生指出：“盐铁会议时，那些
曾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儒者们的空想、根本不被寄予希望的提案，到了元帝时期，虽然未能被全部采
用，但其中一部分被确切地实施了。”③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同样可从其诏书得到证明：《汉书·元帝纪》

所载诏书中“民渐薄俗，去礼义，触刑法”，“德不能覆，而有其刑”，“崇敬让而民兴行，故法设而民不
犯”，“德薄明晻，教化浅微”等语，发挥儒家礼义、德、敬让、教化等理念，这在武、昭、宣诏书中是很少
见的。这也正是其接受“孔子之术”细微却又可谓显著的表现。此外，元帝之时六艺之学仍然顺其既
有之势不断推进，《京氏易》被立为学官，能通一经者皆复，博士弟子设员千人，又在郡国置五经百石
卒史。由此可见元帝对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都是同等重视的。因此可以说到此时，“罢黜百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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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尊儒术”才基本达到。学界普遍认同的元帝时“儒教作为国家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”①之说，无
疑有相当合理性。

由此而下就到新莽时期（９　２３），是为汉代尊儒的第四个节点。王莽极重六艺，为安汉公时即奏
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为学者筑舍万区。立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逸《礼》、古文《尚书》为学官，又立《乐
经》博士，增加博士员至每经各五人。即真后设六经祭酒各一人。上下奉六经为准绳，“朝臣论议，靡
不据经”，“锐思于地理，制礼作乐，讲合六经之说。公卿旦入暮出，议论连年不决”（《汉书·王莽
传》）。同时他受孔孟儒家影响也极深，如推尊孔子、行王田私属、德怀四夷等，“承汉末思潮而远承先
秦儒家”②。由此看，王莽继承元帝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并重而有推进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达
到新的高度。然而他出于现实需要，又制定了许多违背儒学的政策，学术信仰与政治利益纠缠不清。

如五均、六筦制源于武帝盐铁酒国营、均输平准，长期以来遭儒者反对。为了解决这种矛盾，他从羲
和鲁匡之议以《诗》“无酒酤我”，及《论语》“酤酒不食”来为酒榷张目，又下诏说“夫《周礼》有赊、贷，
《乐语》有五均，传记各有筦焉，今设诸筦者，所以齐众庶，抑并兼也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。这继承的不
仅是武帝“稽古考文”一套，仍是“六艺之科”高于“孔子之术”，同时也继承了桑弘羊一派以“六艺之
科”来对抗“孔子之术”的理路，并有过之而无不及，《汉书·王莽传》所谓“莽诵《六艺》以文奸言”。肆
意复古不顾民生疾苦到极点，走向儒家政治的反面，造成其迅速倾覆。

回顾上述四个节点，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存在“六艺之科”与“孔子之术”两条主线。尽管二者时有
会合之势，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，汉代政治走上了博士学官引领的经学化道路。代表“孔子
之术”的察举制，尤其举孝廉虽渐入轨道，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秉持“孔子之术”的官员，除上文所举诸
人外，如鲍宣明经、孝廉出身，以悲天悯人之心论民有“七亡七死”，龚胜三举孝廉居谏官，数上书言百
姓贫，盗贼多，吏不良，风俗薄不可不忧。但总的来讲，察举并未制度化地担负起弘扬“孔子之术”的
使命。因为所举者也多以经术自任，走上“六艺之科”一路。如京房举孝廉为郎，以说《易》闻名。孟
喜、杜邺、师丹等人亦如此。这是当时察举制下的常态。此外，“明经”科渐起。此科设置具体时间不
详。眭弘以明经为议郎，龚遂以明经至昌邑郎中令，蔡义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，皆在昭帝之世。此
科或武帝时即设。专立此科“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居于重要地位”③。“明经”甚至成了孝廉科的
主要选举依据，有学者指出汉武帝后“孝廉多以明经进。西汉一代，明经实际上是察举孝廉的主要标
准”④。一言以蔽之，儒家化的察举制没有能跳出儒家化的五经学官规模之外。我们不否认汉儒在传
承古代经典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价值，然而儒者以礼乐教化、仁政王道平治天下的精神，不能盖过
对这些经典的机械推崇及由此带来的功名利禄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：“严彭祖为宣帝博士，至河南、

东郡太守。以高第入为左冯翊，迁太子太傅，廉直不事权贵。或说曰：‘天时不胜人事，君以不修小礼
曲意，亡贵人左右之助，经谊虽高，不至宰相。愿少自勉强！’彭祖曰：‘凡通经术，固当修行先王之道，

何可委曲从俗，苟求富贵乎！’彭祖竟以太傅官终。”像严彭祖这样以“通经术”为“修行先王之道”，不
委曲从俗苟求富贵者，在这个经学崇拜的时代真是寥寥少有。在此大环境下，即使有如董仲舒、贤良
文学辈能“修行先王之道”者，也不能真进用，而即若真如王莽贵而有天下者，又不能真行其道。王莽
悲剧性的结局，标志着汉儒以“孔子之术”治国理政的失败。正如钱穆先生感慨，这“不是王莽个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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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败，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”①。
及至东汉，经学主导政治的传统愈加深入。“在东汉初期，东汉政权枢机要官的７０％以上是有儒

教教养的人士。将这一数字与儒教渗透最盛期的西汉元帝时的２７％相比，可以明显看出东汉时期儒
教向中央官僚阶层渗透程度之深”②，但此时儒者沉浸在今古文之争及对六经的章句训诂中，“务碎义
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严守师法家法，逐渐造成“累世经学”的门第。又有
“清议”之起，品鉴人伦，放言高论，嘘枯吹生。除王符、仲长统等少数人外，绝少人能注意到一般民生
疾苦，更不能求根本上的改变。举孝廉为主的察举制更与经学大族结合，成为其仕进的重要凭借，而
察举“选举不实，邪佞未去，权门请托”③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。“既不能昭练贤鄙，然又劫于贵人之风
指，胁以权势之属托，请谒填门，礼贽辐辏”④，察举制成了沽名钓誉、请托营私的工具⑤，并逐渐与门
第合流，甚至出现如《曹全碑》所载“四世孝廉”的状况⑥。此格局遂导致民间儒学与官方的互动逐渐
隔绝。汉代“尊儒”，所尊只是庄子所称“先王之陈迹”，而非“其所以迹”，“思想性”的儒学不能兴，顾
炎武所谓“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”⑦，当然也就不能解决政治上的实际问题。东汉末年，政治、社会、民
族危机总爆发，钱穆先生指出：“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，此亦因儒家思维未能发挥尽致。”⑧所谓“未能
发挥尽致”，根本正在“思想的”儒学在经学掩盖下不能行其道。汉末党人以“依仁蹈义，舍命不渝”⑨

的壮烈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。伴随政治坍塌，经学也坍塌了，士人由尊“六艺之科”一变而为尊“老庄
之学”，化机械的信古守经为玄虚的见独适己。其后五胡乱华天下大乱，分裂割据数百年，佛教思潮
趁势兴起，深刻影响了南北朝隋唐历史与思想。一直到唐末两宋，士人才重新思考“孔子之术”的价
值。宋代以二程与朱子为代表的儒者在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六艺之文，与夫孔、孟之遗言，颠错于秦火，支离
于汉儒，幽沉于魏晋六朝”的情况下，给予孔孟儒家新的审视，“度越诸子，而上接孟氏”，“格物致知为
先，明善诚身为要”瑏瑠，建构了新的儒家政治哲学，“孔子之术”在政治领域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
兴阶段瑏瑡。

［责任编辑　李　梅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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